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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背景下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保护困境与制度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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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目的/意义意义］］智慧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和农业强国建设的战略制高点，数据为其发展基

础，农业经营者作为数据来源者之一，其数据权益保护亟待解决，以促进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方法方法］］采用规

范、案例、比较等分析方法，从理论上揭示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的性质与内涵，剖析权益保护的现实困境，并基

于理论与现实的差距，提出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保护制度因应。［［结果和讨论结果和讨论］］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是一种基于数

据来源贡献而形成的，受民法保护但未上升为权利的财产性权益，权益的客体为非个人农业数据；请求权基础缺

失、意思自治失衡、技术控制或局限、权益救济困难等导致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难以实现。［［结论结论］］应以权利束理

论构建包括知情、访问与控制、可携带、收益在内的农业经营者非排他性数据权益；由相关部门制定农业数据标

准合同示范文本，防止格式条款单方拟定所导致的不公；从农业数据互操作性、分级分类、合规认证等方面完善

农业数据治理规范；结合农业经营者数据特殊性，探索数据信托集体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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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智慧农业是集成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先进技术，实现农业种植、育种、农业农村管理全

方位数字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被认为

是农业信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1］。中国作为农业大

国，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智慧农业发展，2015

年开始陆续出台多项政策推动相关建设，智慧农业

已然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和农业强国建

设的战略制高点。智慧农业发展以数据为基石，依

赖数据驱动［2］。近年来，中国智慧农业发展态势迅

猛，农业生产数字化水平持续提升，市场规模稳步

增长，数据已成为驱动农业现代化的核心生产要

素。据《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 （2022 年）》测

算，2022 年全国农业生产信息化率提升至 25.4%；

《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划（2024—2028年）》明确，

到 2026 年底全国农业生产信息化率将达到 30% 以

上、2028年底达到32%以上。可见，数字技术与农

业生产的融合会不断深化，智慧农业市场规模将持

续扩大。但在这场由数字技术驱动的农业革命快速

发展之时，一个关乎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

农业经营者的数据权益，却未得到充分重视。在智

慧农业数据价值链中，农业经营者（包括农户、家

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是数据的初始源头

和关键贡献者，应享有何种权益，其权益如何实

现，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1 研究思路

现有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数据权益归属［3］、数据

权益具体内容［4］、数据赋能农业发展［5］和数据来

源者权利保护［6］等，对农业经营者这一群体的数

据权益关注较少或者在论述一般数据来源者时顺带

提及。基于此，本研究拟以现有研究为基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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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梳理提出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保护亟待解决的

问题，通过规范、案例、比较等研究方法，剖析智

慧农业背景下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的性质与内涵、

现实保护困境，以及制度因应，以期形成“数据产

生-价值创造-权益反哺”的良性循环，进而促进智

慧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据此，形成如下研究框

架（图1）。

2 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的性质与内涵

2.1　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的性质

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的性质涉及其是何种“法

益”。法益是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包括权利与未

上升为权利的法益［7］。权利是类型化的、实定法意

义上的概念，由法律予以正面规范，具有相对完整

的构成要素和形式外观，“仅限于指称名义上被称

作权利者”［8］，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包括已经在立

法中被明确规定的利益和尚未在立法中被明确规定

但符合立法精神的合法利益。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

应当定位为一种受法律保护但未上升为权利的法

益，具体理由如下。

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未经法律完成“类型化”，

不具有对世效力。中国现行法律并未创设名为“数

据财产权”或“农业数据权”的独立民事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

第 127条作了引致性规定，宣示了数据权益作为一

种民事权益类型应受民法保护的基本定位［9］，但该

条仅作了原则性规定，并未明确界定数据的权益属

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数

据安全法》）第 7条也仅作宣示性规定，即“国家

保护个人、组织与数据有关的权益”，均未完成对

数据权益的类型化塑造。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亦不

具有典型“对世效力”。法定权利的对世效力意味

着权利人可排除他人的不法干涉，享有积极支配权

能。但同一农业数据可由多个主体同时利用而不减

损其价值，若赋予农业经营者排他权，将严重阻碍

数据流通与利用。农业经营者数据保护核心并不在

于赋予其对数据的绝对支配，而是保护其“合法持

有”状态及由此产生的利益，此种保护是防御性

的，而非积极的排他支配。法益虽非绝对权，但他

人以不正当方式获取或使用的，权益主体有权

禁止。

将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定性为未上升为权利的

法益，亦契合国际趋势。欧盟《数据法》并不以

“数据所有权”为逻辑基础，而是以访问控制为核

心，为用户配置数据访问、共享等具体权能，通过

行为规制而非创设排他性绝对权实现保护［10］。《欧

盟关于通过合同协议共享农业数据行为准则》规定

农业经营者对其农场或农业作业中产生的数据享有

所有权（ownership）［11］。但此种所有权不应从传统

财产权概念出发（即排他性权利），而应考虑数据

特殊性，从数据使用权的多主体法律关系框架理

解［12］。美国农场局联合会与其他组织共同制定的

《农业数据隐私与安全原则》主张“农业经营者拥

有其农场运营产生的数据”，但并未承认农业经营

者对农业数据的“所有权”，而是通过简明合同、

透明度、选择权、可移植性规则对农业经营者数据

利益予以保护［13］。可见，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并

非数据所有权，而是对数据来源者就原生数据所享

有的控制、许可使用等事实性利益的确认。

将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定性为“受法律保护的

正当利益”或“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既能有效

规制不正当攫取行为，维护农业经营者利益，又可

避免类型化为绝对权阻碍数据流通与利用，亦能为

司法实践留有弹性空间。

2.2　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的内涵

2.2.1　权益主体：农业经营者

在农业数据价值链中，农业经营者是基础农业

数据的供给者。农业经营者是“经营者”概念在农

图1　智慧农业背景下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困境与制度因应

研究框架

Fig. 1  Research framework on the protection dilemma and insti‐

tutional responses of agricultural operators' data rights and inter‐

ests in the context of smart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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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领域的下位延伸，包括以下两类。一是自然人层

面的农业经营者。此类主体以个体或家庭为经营单

元，是农业经营者中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核心特征

为“自我雇佣”或“家庭劳动为主”［14］。其典型形

态包括农村承包经营户和家庭农场。根据《民法

典》 第 55 条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依法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从事家庭承包经营

的，为农村承包经营户。根据《农业部关于促进家

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家庭农场是以农

民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要

收入来源，通过经营家庭承包土地或流转土地，从

事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农业生产的一种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二是法人与非法人组织层面的农业经

营者。此类主体以组织化形态参与农业经营，具有

更强的资源整合能力，是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骨干

力量。其典型形态包括：（1）农民专业合作社，即

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

或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

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民专业合作社法》第 2 条），由其产生的数据涵盖

众多个体农户，具有聚合性；（2）农业企业，狭义

的农业企业仅指从事作物栽培的企业，广义的农业

企业还包括从事林业、畜牧业、渔业、涉农服务

业、农产品加工制造业等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15］。

农业企业以市场化、专业化为特征，涵盖从生产、

加工到销售的全链条环节，不仅自身生产数据，还

会整合上下游供应链、市场销售等相关数据。上述

主体均为农业数据来源者，但自然人和组织层面的

农业经营者，其数据权益诉求、享有数据权益的能

力等方面存在差异。

2.2.2　权益客体：非个人农业数据

农业经营者提供的数据，是数据价值链后续加

工、分析与应用的基础素材，构成农业数据价值创

造的前提［16］。农业经营者数据需要在农业数据的

框架下加以阐释。广义上农业数据是指一切与农业

生产有关的数据，包括个人数据、非个人数据和公

共数据［17］。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具有利

用价值的数据集合，包括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等政

务数据、水电气热等公共服务数据、医疗等行业领

域数据。农业经营者数据不属于公共数据，主要包

括农场数据、机器数据、服务数据、农业投入数

据、产量（收成）数据与经营收入数据。此类数据

根据是否可识别个人身份，分为个人农业数据和非

个人农业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

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 4 条的

规定，可识别性是个人信息的最重要特征［18］，个

人农业数据是指与已识别或可识别自然人有关的任

何信息，诸如涉及经营者个人身份信息、反映个人

劳作习惯、施肥偏好等种植经验的数据均属个人农

业数据。不直接包含能显示农业经营者身份的标识

符，但通过统计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能追溯并识别

特定农业经营者，进而实现身份关联的［19］，亦属

个人农业数据。与企业相关的数据原则上应归类为

非个人数据。但根据欧盟法院的相关判例［20］，若

法人实体名称与自然人姓名一致，或者涉及可识别

特定自然人的信息，则该数据为个人农业数据。非

个人农业数据是指不能识别特定自然人的数据。就

中国现有法律制度而言，个人农业数据由《民法

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提供保护，非个人农业数

据保护尚无明确法律依据，本研究仅探讨农业经营

者非个人农业数据保护。农业经营者数据分类与保

护依据见表1。

2.2.3　权益内容：财产性权益　

数据权益是指各类主体基于数据所享有的一系

列民事权利与利益，涵盖人格权益、财产权益等多

个方面［21］。如前所述，农业经营者对个人农业数

表 1  农业经营者数据分类与保护依据

Table 1  Classification and protection basis of agricultural operators' data

数据类别

个人农业
数据

非个人农
业数据

直接识别数据

间接识别数据

农场数据

机器数据

服务数据

农业投入数据

农业产量数据

核心内涵

包含农业经营者个人身份信息，或直接反映个人劳作习惯、独特种植经验的可识别数据

可通过分析追溯到特定农户个人，实现身份关联的数据

农场及其运营管理数据，包括农学数据、合规数据、牲畜数据

用于机器操作（例如在系统控制器和机器传感器之间流动）的数据

农机保养、维修等运维数据

肥料、饲料、植保产品等投入品的性质、成分与使用数据

农业经营者收获的各类农产品的种类、面积与实物产出量等数据

保护依据

《民法典》《个人信息
保护法》

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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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所享有的权益，由《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

提供保护，是一种人格性权益；对非个人数据享有

何种权益，现行法律未直接规定。

2022 年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

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第 7条区分了数据来源者与数据处理者，

并明确“保护数据来源者合法权益”。数据来源者

是指通过劳动、投资或其他形式的积极贡献，使得

数据得以从无到有产生的主体［6］。其享有的合法权

益具体是什么，学者观点不一。或认为，主要指保

护作为数据来源者的个人的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

等在先的人格权益，以及非自然人的信息来源主体

的法定在先权益［22］。或认为，中国是受欧盟《数

据法（提案）》影响而赋予数据来源者对其促成产

生的数据所享有的权益，包括知情同意、获取、复

制转移等［23］。或认为，数据来源者权利是一种概

括性权利，除了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等人格权利

之外，还包括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权利等，以及法

律赋予的公平访问权、合理利用权、可携带权和个

人数据大规模处理拒绝权等权利［24］。上述观点将

数据来源者权益作为一种包括人格和财产权益的概

括性权益，这显然与出台 《意见》 的初衷相悖。

《意见》提出数据来源者权益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

解决个人数据的保护问题，而是要解决数据来源者

对其促成产生的非个人数据所享有的权益问题［25］，

因为在《意见》之前，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已有

相关法律保护，再规定个人数据保护，实无必要。

依据体系解释，《意见》提出的“保护数据来源者

合法权益”，宜解释为数据来源者对非个人数据所

享有的财产权益。因此，农业经营者作为数据来源

者，对其非个人数据享有财产性权益。

数据来源者并非只是对客观世界活动的数字化

记录［23］，而是通过投入人力资本、财物成本或创

造性智力活动促成了原始数据的初始价值，贡献客

观存在［26］。农业经营者作为数据来源者，在数据

生成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农业数据从无到有的初

始生产是农业经营者在使用智能设备中完成的。农

业经营者通过购买、租赁等行为取得智能设备的所

有权或使用权，其使用这些设备所生成的数据，应

当被视为用户从智能设备所有权或使用权中获得的

收益，即权利孳息［6］。农业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

中，记录、上传作物长势、产量等农业数据，其实

质是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所说的“数字劳

动”，即用户在互联网产品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数据

属于一种新型劳动形式，是一种有价值的劳动［27］，

用户理应基于此种“数字劳动”享有数据利益，也

符合“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的市场法则。同

时，农业经营者对其非个人数据享有的财产性权

益，也可通过解释获得法律保护。《民法典》第 3

条规定“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结合第 127

条将数据纳入民事权益保护范围的规定，这为尚未

类型化为权利、又值得保护的数据利益提供了解释

空间，法院据此可在个案中将此种符合立法精神的

利益作为“合法利益”予以保护。实践中，智能驾

驶领域用户数据权益保护的做法，也间接说明保护

农业经营者（用户）财产性权益的可行性，如上海

智己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CSOP用户数据权

益计划”，设立占企业总股本 4.9%的用户权益持股

平台，车主将不断通过数据驱动产品和品牌的优化

和迭代，智己汽车应用包括区块链在内的一系列前

沿科技，以数字权益形式确认用户贡献的数据

价值［28］。

综上，农业经营者非个人农业数据权益是基于

数据来源贡献而形成、受民法保护但尚未类型化为

权利的财产性权益。“尚未类型化为权利”是从法

益效力层次而言（与权利对应），“财产性权益”是

从权益内容而言（与个人信息的人格性法益对应）。

该权益处于“弱于法定权利、强于合同债权”的中

间地带。其弱于法定权利在于权益边界模糊、不具

有排他支配效力。其强于合同债权在于权益保护不

限于合同相对人，合同关系之外的第三人以不正当

手段获取或利用农业经营者数据时，权益人亦可提

出请求。该权益对数据处理者、平台经营者及农机

设备商的效力，取决于法律规定的权益具体内容

（详见后文），若有合同约定且不违法，依据合同

约定。

此外，理论上可通过商业秘密保护非个人农业

数据，但很难满足商业秘密受保护的“秘密性、保

密性”要件。非个人农业数据往往在生产过程中自

然产生或通过传感器收集的，其“秘密性”难以界

定，且数据一般需要上传至云端平台，使得“合理

保密措施”的认定复杂，加之商业秘密保护也与数

据作为生产要素需要流通的特性相悖，故本研究不

予讨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是“竞争性权益”。

农业经营者与数据使用者（如平台公司）之间一般

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且竞争性权益并未正面确认

农业经营者的数据权益，保护力度不足。基于此，

本研究亦不讨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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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慧农业背景下农业经营者数据权

益保护困境

3.1　请求权基础缺失

从请求权基础理论审视，数据来源者权益在当

前中国法律体系中面临请求权基础缺失的困境。所

谓请求权基础，是指据以支持原告请求权的规范基

础或法律行为［29］。本部分主要分析请求权的规范

基础。如前所述，农业经营者作为数据来源者，其

对非个人数据所享有的权益内容虽有学理上的认

同，但目前尚无法律明确规定。从规范层级来看，

《意见》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并非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能直接作为权益

救济的请求权基础。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内，没有

直接规定数据来源者权益的内容，而是将其置于数

据收集、获取与使用等行为的规定之中，以确定数

据来源的合法性。《民法典》第 127 条仅作出指引

性规定，明确“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

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未明确其权利属性。

《数据安全法》第 7 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人、组织

与数据有关的权益”。从权益的具体内容而言，也

仅有《意见》政策性规定，如此，农业经营者的数

据权益受到侵害时，难以找到请求权的规范基础。

202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13 条首次增加“数据”条款，似乎可以将“数

据权益”保护纳入不正当竞争法保护，但需证明竞

争关系及被告行为的不正当性，难以据此获得

保护。

有案例显示，一些农业科技公司曾为农户提供

免费的智能App和传感器服务。农户在默认授权后

才发现，自己辛苦劳作产生的种植数据，被公司用

于优化其商业算法，甚至成为向其他农户精准定价

销售产品的工具［30］，但因维权无据，只能作罢。

2025年 8月，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发布数据权益司法

保护专题指导性案例，相关负责人明确指出，

“《民法典》仅在第 127 条作出指引性规定”“对

于因数据权属、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保障等

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现有法律尚不足以提供充

分、明确的规则指引”。由此可见，目前农业经营

者的非个人数据权益主张缺乏请求权的规范基础。

3.2　意思自治失衡

在法律未明确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时，合同是

确定农业经营者与其他主体权益关系的灵活方式。

但实践中，合同的意思自治往往因数据合同双方在

信息、技术、经济实力和市场地位上的巨大差异而

失衡，主要体现为单方拟定与形式化同意。

合同中的条款通常由提供智能服务的企业根据

其商业利益事先拟定。部分控制着技术和数据市场

的企业，通过标准合同单方设定权益边界，用户为

了获取必要的数字化服务，必须作出“全有或全

无”的选择。以某公司的农业无人机为例，用户使

用无人机需下载应用软件，为正常使用该应用程

序，用户需要同意《用户细则与条款》与《隐私权

政策》两项文件。其中《用户细则及条款》知识产

权声明部分，规定用户在使用平台及平台服务过程

中所发布的全部内容，授予某公司免费的、不可撤

销的、非独家使用许可，公司有权将该内容以各种

形式、各种目的用于其产品和服务上。此类条款虽

形式上符合知情同意要求，但农业经营者缺乏协商

能力与实质选择权，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其

“同意”实为“被迫接受”。且合同内容冗长而复

杂，充满法律和技术术语，农业经营者往往在未真

正理解的情况下点击“同意”，加之数字服务提供

企业很少主动向农业经营者解释，导致农业经营者

对合同的理解与实际内容存在不一致［31］。

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在农业数据场景中呈现适

应性失灵。为规制格式条款，实现合同双方权利义

务的平衡，《民法典》第 496条第 2款规定，提供格

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

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

款”，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第 497 条进一步明确，不合理地免除或减轻其责

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

无效。但这些规定在智慧农业场景下难以有效激

活。“合理提示”义务在实践中高度形式化，农业

经营者尤其是农村承包经营户和家庭农场主并不理

解数据使用范围等内容。安装硬件设备或注册使用

软件的“一揽子同意”掩盖了真实意愿。服务商将

获取“非必要数据”与提供“核心服务”捆绑，将

必要的和不必要的数据采集混杂于长句中。如此，

难以依据 《民法典》 第 497 条的规定认定该条款

无效。

数据权益的权属和内容模糊，导致格式条款效

力难以被否定。《民法典》第 127 条仅原则性规定

了数据保护，没有明确具体权属规则。因此，当格

式条款约定“数据归平台所有”时，无法判断能否

依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只要农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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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者点击同意，该条款在形式上即被视为意思自治

的结果。格式条款的“公平性”审查在“数据收益

分配”上亦发生此类问题。以国内某农作物研发机

构通过汇聚挖掘数字农场收集的番茄生长、种植育

种等数据形成番茄生长模型为例。数字农业服务商

通过数字农场用户使用其提供的物联网设备而获得

相关数据；农作物研发机构通过协议从数字农业服

务商处获得番茄生长数据，并融合区域环境、气候

等数据加工形成番茄生长模型，并授权数字农业服

务商经营；数字农业服务商通过协议将番茄生长模

型数据再次通过物联网设备为数字农场番茄种植用

户提供作业指导［32］。在此场景中，若该模型因广

泛使用获得高额利润，而数据服务条款中无用户的

收益分配条款，农场用户如主张该条款“限制对方

主要权利”而无效，数字农业服务商则以数据价值

是通过算法和算力实现、已向农场农户提供了诸如

番茄生长模型等服务为由抗辩。如此，因难以量化

“数据贡献”的价值，无法认定格式条款无效。

3.3　技术控制或局限

技术控制或局限造成的结果之一是数据锁定，

即联网设备的用户无法轻松切换数据服务提供者或

访问其数据，进而被困于单一系统，用户自由使用

其数据受阻［33］。数据锁定的原因之一是技术控制，

即数据处理者在设计智能农机和数据服务平台时，

往往通过本地数据库部署、设置访问密钥、加密技

术等手段，隔绝其他主体的数据访问，阻止用户转

移数据。如此，农业经营者几乎丧失对其数据的控

制权，难以获得或复制其生成的原始数据或携带数

据切换到其他平台。在法律未明确规定农业经营者

对于非个人农业数据的访问、可携带等权益时，无

法对抗数据处理者的技术控制。数据锁定的另一原

因是技术局限，即缺乏数据互操作性的技术标准。

即使农业经营者可以访问和传输其农业数据，但如

果技术格式不兼容，数据亦无法在新服务平台或农

机中使用［34］，农业经营者不得不继续使用在先提

供者的服务或设备。

美国约翰迪尔（John Deere）案［35］是通过技术

控制限制用户权益的典型案例。现代智能农机高度

依赖嵌入式软件与数据系统，约翰迪尔通过软件锁

（digital lock/software lock）技术，限制农民及独立

维修方访问设备诊断接口、维修软件与故障代码，

导致农民无法自主维修自有拖拉机、收割机等设

备，被迫高价依赖其授权经销商，形成技术依附。

2022年，美国农民在伊利诺伊州北区法院提起反垄

断集体诉讼，指控约翰迪尔利用技术壁垒限制“维

修权”、抬高服务价格、抑制市场竞争。2026 年 4

月，该案以和解方式了结，并承诺未来十年内向农

民与独立维修商开放大型农业设备的维修、诊断、

保养所需数字工具与软件访问权限。该案虽以维修

权与反垄断为诉因，但其核心争议是经营者通过软

件锁等技术手段限制用户对设备运行数据的获取，

与本研究所讨论的农业经营者控制其产生数据的权

益被技术手段架空或锁定类似。

3.4　权益救济困难

即便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保护具备请求权基

础，其权益受到侵害时，仍会因维权成本过高、力

量分散，以及举证困难而面临权益救济困境。

数据处理行为侵权的技术隐蔽性高，农业经营

者难以追踪数据流向或证明损害后果。农业数据被

企业收集处理后，原始数据如一滴水汇入汪洋大

海，农业经营者几乎不可能发现数据的非法处理行

为。即便农业经营者发现对方违反事先约定处理数

据，也无法证明数据集中自己贡献原始数据的占

比，更难证明自己所受损害与企业数据处理行为存

在因果关系。加之诉讼成本相较于可能获得的赔偿

损失过高，维权意义有限，缺乏维权动力。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除个别农业龙头企业

外，大部分农业经营者与数据处理者之间存在显著

的力量差异。数据的来源者和收集、处理、利用数

据的主体之间存在数字素养和数字资源控制能力的

差异［36］。国家网信办 2024 年发布的《全民数字素

养与技能发展水平调查报告》显示，农、林、牧、

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在全国就业人员中的数字素养

水平最低。农业经营者受自身教育水平、经济状况

等因素制约，缺乏有效利用数字信息的技能，在农

业信息化进程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37］。即便经营

者知晓其享有的数据权益，也会因力量分散、谈判

力量悬殊而无法与数据处理者公平协商，难以维护

自身数据权益。

4 智慧农业背景下农业经营者数据权

益保护的制度因应

针对智慧农业背景下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的保

护困境，可从法律确权、合同制衡、数据治理、机

制创新等维度构建多层次、综合性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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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明确农业经营者的数据权益内容

解决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请求权基础缺失的理

想方案是按照权利束理论构建非排他性权益内容，

以实现数据最大化利用，并共享数据红利［38］。按

权利束理论，财产并不是所有权人与物之间的关

系，而是一套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39］，这有助

于解释不具有物理排他性的各种权益的集合、多元

权益主张之间的复杂交织现象［40］，并有利于农业

数据的流通利用。农业经营者作为数据来源者，根

据《意见》第 7条的规定，其享有的权益包括知情

同意或存在法定事由的数据流通使用、获取与复制

转移。鉴于农业经营者对其非个人数据享有的是一

种财产性权益，财产价值贵在流通和利用，为最大

限度地激活数据价值，“同意”不宜作为权益内容，

与此同时，应将收益作为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的内

容［41］。考虑“获取”内涵单一，将其调整为“访

问与控制”，将“复制转移”表述为“可携带”。综

上，农业经营者作为数据来源者，其数据权益内容

主要包括知情、访问与控制、可携带和收益，以下

详细分析。

4.1.1　知情权能

知情权能是指农业经营者有权知道所促成产生

的哪些数据被何人基于何种目的以何种方式处理。

该项权能是《意见》第 7条明确规定的数据来源者

权益的内容之一，不仅是数据来源者权益的逻辑起

点，更是矫正农业经营者与数据处理者之间信息不

对称、防范“数据剥削”［42］的关键制度设计。与知

情权能相对应的是数据处理者的告知义务。在处理

数据之前，处理者必须依法通过适当方式履行告知

义务。参照欧盟《数据法》第 3 条第 3 款的规定，

相关服务提供商应当以清晰易懂的方式向用户至少

提供以下信息：预期数据持有者可能获取的产品数

据的性质、估计量和收集频率；用户访问或取回此

类数据的安排，包括预期数据持有者的数据存储安

排和保留期限；预期数据持有者是否期望自己使用

已获取数据，以及使用这些数据的目的，预期数据

持有者是否有意允许一个或多个第三方出于与用户

商定的目的使用数据等。该法第 2条第 12款界定，

用户是指拥有联网产品，或依据合同取得该产品临

时使用权，或接收相关服务的自然人或法人。农业

经营者只要使用智能农机或农业物联网设备等，便

落入该法“用户”范畴。为保障农业经营者的知情

权能，数据处理者的告知义务必须在“处理前”完

成，并以显著方式，使用清晰易懂的语言，使农业

经营者真正“知情”。当然，知情权能也有其边界，

对于农业经营者自愿公开的数据，数据处理者可不

履行通知义务；当农业经营者接受政府补贴或参与

公共项目时，政府部门为核实补贴发放的真实性或

进行宏观政策调控，有权直接调取相关数据。

若个人数据与非个人数据混合，难以完全分离

或区分，如何处理是个问题。欧盟的做法是整个数

据集整体适用《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即便个人数据

仅占数据集的一小部分。此种情况下，应遵循人格

性权益保护优先原则，混合数据处理应征得个人数

据来源者同意。这种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4.1.2　访问与控制权能

访问和控制权能是指农业经营者有权获取其使

用联网农机设备、传感器或接受农业数据服务过程

中所生成数据并加以一定控制。此项权能可保障农

业经营者了解数据流向与使用目的，是知情权能的

进一步延伸。同时通过访问实时土壤墒情、气象预

测等数据，可优化种植策略，提升生产效率，符合

数据赋能农业发展的政策目标［43］。在中国现行法

律政策框架下，农业经营者对其非个人农业数据的

访问与控制，可从既有政策中寻求依据。《意见》

第 7条明确要求“保障数据来源者享有获取由其促

成产生数据的权益”，这为农业经营者访问权能提

供了政策依据。其他国家相关行业自律准则的规

定，也可作为此项权能的佐证，如澳大利亚全国农

业经营者联合会编制的 《澳大利亚农场数据准

则》［44］第 3.1—3.5条规定“农业经营者有权访问并

控制农场数据”，《新西兰农场数据操作准则》［45］第

4.4条规定了“数据访问”的内容。

与访问和控制权能相对应，数据的实际控制者

应负有使他人访问数据的义务［46］。根据欧盟《数

据法》第 3条第 1款规定，联网产品的设计和制造，

以及相关服务的设计和提供，应当默认以简单、安

全、免费、全面、结构化、常用且机器可读的格式

提供产品数据和相关服务数据，并且在相关且技术

可行的情况下，使用户可以直接访问这些数据。

《澳大利亚农场数据准则》第 3.1条明确了供应商的

如下义务：确保农民对可访问和使用其识别性农场

数据的人员拥有控制权；确保所有获准访问农场数

据的其他主体均受供应商与农场主之间约定条款的

约束；提供请求修正农场数据的机制；在数据保留

期限内，未经农场主授权，不得删除农场数据和其

276



万志前等：智慧农业背景下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保护困境与制度因应Vol. 8, No. 3

他任何数据。中国可借鉴国外经验，通过制定农业

数据专项规范，明确农业经营者的访问与控制权能

及数据处理者的相关义务。

访问权能的行使方式主要包括直接查询与浏

览，即农业经营者通过登录数据控制者提供的系统

界面，直接查看自身相关数据；对于无法通过自助

渠道获取的数据，可向数据控制者提交书面申请。

控制权能行使方式主要包括授权使用、修改、删除

等。访问和控制权能主要针对农业经营者提供的原

始数据或与自身直接相关的数据集合。对于经过数

据处理者深度分析形成的衍生数据，农业经营者一

般无权直接访问并加以控制。

4.1.3　可携带权能

在智慧农业场景下，可携带权能是指农业经营

者有权要求数据处理者将其促成的农业数据以结构

化、通用格式共享或转移至农业经营者指定的第三

方平台或其他农业数据服务提供者。该项权能是访

问和控制权能的延伸，可确保农业经营者自由切换

服务提供商，打破“数据锁定”的同时，亦可防止

数据处理者垄断数据、排斥市场竞争，有助于构建

数据要素市场良性生态。对于非个人数据，中国法

律尚未规定可携带权能。《意见》 第 7 条规定的

“复制转移”可作为政策依据。国外相关规定与实

践提供了借鉴依据，如欧盟《非个人数据自由流动

条例》第 6条规定，应鼓励制定有关数据携带的行

为准则，包括促进适用开放标准格式、向用户提供

详细透明的信息等，以推动基于透明性和互操作性

原则的竞争性数据经济。可携带权的实现，需要义

务主体即数据处理者以“结构化、通用且机器可读

的格式”向农业经营者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提供数

据。又如《澳大利亚农场数据准则》第 4.1—4.2条

规定，供应商应在技术可行时，为农业经营者提供

以结构化且机器或人类可读的常用格式获取所有可

识别性农场数据（原始或处理）的能力，提供使移

植数据可用的文档。因此，在技术层面，应配套制

定农业数据互操作性技术标准，建立统一数据格式

转换与互操作性认证体系，确保可携带权能的

实现。

可携带权能的行使方式主要包括：一是直接在

线导出，即农业经营者通过登录数据控制者提供的

系统平台，选择所需数据类型和时间范围，直接导

出数据文件，这主要针对平台已开通自助数据导出

功能的场景；二是书面申请导出，若平台未提供自

助导出功能，或农业经营者需要导出的数据量较

大、涉及多系统整合，可向平台提交书面数据导出

申请，平台应在合理期限内提供；三是直接转移至

第三方，即农业经营者请求数据控制者将数据直接

传输至指定的第三方服务商，无需其自行下载后再

上传，这涉及平台切换的场景。可携带权能的适用

范围限于农业经营者自身活动促成产生的数据，数

据处理者基于合法理由处理的信息并不在此限［47］，

此外若涉及公共利益、技术困难，该项权能也应受

到限制。

4.1.4　收益权能

收益权能是指农业经营者基于其促成产生的非

个人数据有权参与数据价值分配，获取合理回报。

收益权能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分配权，能让“数据变

资产、资产创收益”成为可能，形成对农业经营者

的正向激励。《意见》第 12条明确规定“健全数据

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机制”，确

立了“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原则。2023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

布局规划》提出要建立数据要素按价值贡献参与分

配机制。数据要素与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

一样，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农业数据的生成需

依赖农业经营者的生产活动与设备使用，例如农机

作业轨迹、灌溉监测等数据均离不开农业经营者的

生产活动。农业数据价值凝结着经营者的生产性劳

动与实质性投入，是数据要素得以形成与增值的本

源支撑［48］，农业经营者应当基于其贡献的数据参

与利益分配。分配正义原则亦要求赋予数据来源者

对原始数据收益的利益分配请求权［49］。因此，收

益权能实为一种“合理收益分享请求”或“利益反

哺机制”，而非绝对的对价请求权。

根据《意见》第 7条规定，数据处理者享有数

据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同时负有与数据来源

者（农业经营者）合理分享数据收益的义务。收益

权能实现的方式，或通过从数据处理者处获得高价

值数据信息作为回报，或采用其他方式获得合理的

经济补偿［50］。可以采取一次性对价的模式支付收

益，也可结合各方数据贡献比例，分配数据流通与

二次使用产生的增值收益［51］。收益权并非基于

“所有与其相关的数据”，其收益范围以农业经营者

贡献的数据在最终产品中的价值占比为限，平台通

过算法、模型对原始数据进行深度加工后形成的衍

生数据，其增值收益主要归属于投入智力劳动和资

本的数据处理者；若农业经营者要求分配的收益源

于包含其他农户的聚合数据，其收益主张需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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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权益，不能单独主张全部收益。

上述四项权能受到侵害时，农业经营者可自行

协商解决，或请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理，或诉请

法院依据《民法典》第 3条、第 127条责令其履行。

造成实际损害的，可依据《民法典》第 1165条第 1

款请求损害赔偿。若以合同事先排除的，该条款

无效。

4.2　制定标准合同范本

为保证合同的公平性，避免意思自治失衡，可

以考虑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制

定农业数据标准合同示范文本，明确禁止单方免

责、数据无限期独占等不公平条款。标准合同范本

核心要点如下。

拆分标准合同中的核心条款与一般条款。农业

数据服务合同中有关数据归属、使用范围、收益分

配及安全责任的约定，直接关涉经营者对其生产经

营数据的控制与经济利益，应被认定为《民法典》

第 496 条第 2 款规定的“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

条款”。此类关键内容，应以单独条款、通俗语言

列明，并附技术术语解释清单；数据处理者应通过

书面等可追溯方式，向农业经营者履行提示与说明

义务，否则，不利于农业经营者的条款不能成为合

同内容。同时，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其已经尽到

提示义务或者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禁止“全有或全无”的捆绑条款，明确数据服

务与数据授权的可拆分性。农业经营者有权选择仅

接受基础数字化服务而不额外授权非必要数据使

用，数据处理者不得以此拒绝提供农机运维、基础

生产数据查询等核心服务。如《欧盟关于通过合同

协议共享农业数据行为准则》‘数据保护与透明度’

部分规定“若提供多种服务，数据提供方应允许用

户选择不使用、或仅使用其中某项或部分服务”。

明确数据权属与使用权限。农业经营者对其生

产经营产生的原始数据享有主导权，数据处理者仅

能在合同约定的诸如精准种植指导、农机故障诊断

等特定目的范围内使用数据，不得超出授权范围进

行聚合加工、商业转售或第三方共享；若需拓展数

据用途，应另行告知农业经营者，并约定利益补偿

方式。

二次开发与退出机制。数据处理者利用农业经

营者原始数据进行聚合加工、算法训练等二次开

发，须经农业经营者以明示方式确认，合同应明确

数据二次开发的具体用途、方式及所获利益的合理

分享。在合同终止后，农业经营者有权要求数据处

理者删除或返还其原始数据，有权以结构化、常用

且机器可读的格式接收其数据，并不应受限制地导

出、迁移至其他平台。

若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有法律明确规定，合同

不得限制或剥夺农业经营者应享有的知情、访问与

控制、可携带和收益等权能，否则无效。若法律暂

无规定，标准合同范本可以借鉴《澳大利亚农场数

据准则》《新西兰农场数据操作准则》的规定，明

确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为智慧农业领域内所有参

与方，特别是农业经营者、农业技术服务提供商、

数据处理者及其他相关利益方提供指引。

4.3　完善农业数据治理规范

智慧农业背景下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保障面临

数据标准碎片化、数据存储格式不统一、跨场景数

据流转安全规范等问题。为此，可借鉴国外农业数

据治理经验（见表 2），结合中国现有制度基础，完

善包含解决技术控制或局限的数据治理规范。

建立健全农业数据互操作性标准。农业数据标

准缺失会对数据的可用和可信产生负面影响，农业

数据互操作性标准建设是破解当前农业数据“孤

岛”、系统“碎片化”困局的核心，也是保障数据

可携带权从制度设计转化为实际操作的关键。中国

农业数据互操作性标准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形

成了较为完整的基础框架。目前《农业大数据核心

元数据》（NY/T4061-2021）、《农业农村行业数据交

换技术要求》（NY/T3988-2021）、《农业大数据安全

管理指南》（NY/T4261-2022）、《农业信息基础共享

元数据》（NY/T3500-2019）和《农业数据共享技术

规范》（NY/T3501-2019）等 5项标准落地，破解了

表2  国外主要国家/地区农业数据治理规则

Table 2  Agricultural data governance rules of major foreign 

countries and regions

国家/地区

欧盟

澳大利亚

美国

新西兰

治理规则

《数据法》《欧盟关于
通过合同协议共享
农业数据行为准则》

《澳大利亚农场数据
准则》

《美国农业数据隐私
与安全原则》

《新西兰农场数据操
作准则》

主要内容

数据知情权、可携带权、访问权、
透明度等；标准合同规范

农场数据原则：透明度、公平、控
制权原则、可移植性、安全性、合
规性

农业数据的所有权，知情同意、
访问控制与数据可移植，规范合
同透明性，禁止未经授权的数据
共享、出售与滥用

农场数据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知
情同意、可携带、更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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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系统数据格式不统一、打破了数据流通壁垒，

成效明显。就标准实施而言，需要加强测试验证，

推动厂商适配，扩大覆盖更多细分农业领域，持续

完善、定期修订更新，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细化农业数据分级分类标准。农业数据分级分

类标准制度是推动农业数据要素合规安全流通的基

础，更是释放数据价值的前提。当前《农业农村数

据分类分级指南》等为农业数据分类提供了重要框

架，后续需在更细分领域和更具体场景中持续深化

与完善。同时，中国可借鉴国外经验，参考国际农

业研究磋商组织制定的《负责任数据指南》（Re‐

sponsible Data Guidelines）［52］，围绕数据生命周期，

规划数据收集、存储与分析、重用与传输等环节的

数据管理要求，并制定能实现相应要求的具体标

准，确保农业数据使用安全，增强农业经营者对数

据处理的信任，推动农业研究与创新［53］。当数据

处理者遵循明确的数据分类分级处理数据时，其利

用技术手段限制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的空间会被大

幅压缩。

建立农业数据合规认证制度，降低经营者选择

数据服务的信息和信任成本。美国农场局联盟联合

农业企业和团体，制定了《农场数据隐私与安全原

则》；后在此基础上创建了‘农业数据透明度评估

器’工具［54］。农业服务提供者自愿将其数据合同

提交第三方评估，评估结果公开可查，获得认可的

企业可以取得“农业数据透明标志”，农业经营者

据此可以得知其数据处理符合法律规定。新西兰亦

有类似做法，通过农场数据认证机构审核、符合

《新西兰农场数据操作准则》的农业服务提供者可

以对外展示其合规标志。中国可以建立类似合规认

证制度，鼓励农业数据企业自愿认证。经认证的企

业在数据可携带性、格式兼容性、透明度等方面的

承诺，可削弱技术控制对经营者选择权的限制。

4.4　探索数据信托集体治理模式

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保护始于权益内容的确

定，但如何有效行使才是权益实现的关键。单个农

业经营者的非个人数据价值有限，且孤立的农业经

营者往往缺少讨价还价的能力，亦无法准确估量自

身数据的价值。基于此，可探索数据信托集体治理

模式破解以上难题。需要说明是，本部分主要针对

权益救济困难提出的因应之策，但不限于此。

数据信托设立的基本条件是数据能成为信托财

产并能保持作为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数据财产价值

并非来源于数据本身，而是借由当事人的控制行为

而获得，这种控制实际体现为数据主体的数据权，

因此，数据信托的信托财产为数据权，而非数据本

身［55］。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

称《信托法》） 第 7 条第 2 款所规定的适用对象，

即“本法所称财产包括合法的财产权利”。至于数

据信托如何满足《信托法》第 29 条所要求的独立

性，可以借由区块链、数据加密存储、访问权限控

制等技术手段实现“信托财产与受托人固有财产及

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故

数据财产应无适用信托的前提障碍。

数据信托的本质是作为委托人和受益人的数据

主体将其对数据的财产权利授权给可信机构进行集

体管理，并设立信托产品，再由信托机构将增值收

益反馈给受益人的一种用户权益型信托［56］。其核

心特征为集体治理、专业反制与个体受益［57］。农

业经营者数据信托集体治理模式具有如下三大优

势。其一，实现数据的被动采集到主动授权。在智

慧农业系统中，数据生成具有生产附随性。传感器

网络和智能设备对农事操作过程中产生的各类信息

进行持续捕获和记录，数据是农业经营活动的伴生

结果，而非农业经营者刻意生产之物［58］。在此情

境下，农业经营者关注的是农事操作本身，难以保

持对数据生成和流向的有意识控制，数据往往被动

采集。而采用信托模式，农业经营者主动授权受托

人管理其生成数据，维护其数据权益。其二，挖掘

数据价值，实现数据权益。农业数据生成主体多

元，单个农业经营者的数据价值有限，通过数据信

托，受托人利用其专业优势将分散的数据汇聚成规

模化、高质量的数据集。如此，农业经营者仍保有

数据来源者身份，通过信托合同明确未来数据增值

收益分配，也能有效化解农业经营者与数据处理者

之间的权力失衡和信息不对称的困境［59］。其三，

实现农业数据的公共价值。农业数据兼具私人与公

共双重属性，聚合后的农业数据可为公共治理提供

信息支撑。受托人在保障委托人（受益人）权益的

前提下，依法向公共部门提供聚合数据，为公共决

策提供依据，农业经营者也因此成为公共价值的贡

献者之一。

数据信托集体治理模式的运行机制如下：农业

经营者作为委托人将其原始数据委托给受托人，完

成原始数据的流转；受托人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集

体管理，自行或流转至数据处理者对数据作进一步

处理；受托人或数据处理者对数据进行二次开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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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数据产品，进一步流转、利用、增值；受托人

将在此过程所得收益分配给受益人（委托人）。此

种模式有效、可持续的运行需要解决受托人选任与

信义义务、授权与运营成本、监督问责、收益分配

等核心问题。

受托人的选任和信义义务履行是关键。受托人

应具备完善的管理机构、专业化知识体系及可信赖

的技术系统。关于受托人，有多种主张，如金融机

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数据交易中心等，本研究

认为数据交易中心较为可行。实践中，数据交易中

心往往制定了严格的数据交易规则，并通过区块链

技术等现代化手段对数据资产确权编码，明确数据

资产的初始来源并有效追溯数据交易整个流程，由

其承担受托人职责具有现实基础［38］。受托人通过

信托协议取得农业经营者授权后，应尽忠实、勤勉

等信义义务，以数据安全与农业经营者利益最大化

为原则行使管理权，包括监督数据处理者合规使用

数据、执行收益分配与争议解决方案。受托人因违

反信义义务或管理不当导致数据泄露、数据滥用等

损害农业经营者权益的，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

责任。

授权和运营成本关系农业经营者的授权意愿和

数据信托业务的可持续性。为解决单个农业经营者

授权成本，可考虑开发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模板

或简明电子授权协议，使其能通过手机便捷完成

“一键授权”或选择性授权；委托人事先不支付费

用，在数据产生实际增值收益后受托人按约定比例

提取管理费，以此增加农业经营者的授权意愿。数

据信托集体治理涉及数据资产的管理、收益分配核

算和运营监督等成本问题，可开发适配农业数据信

托的智能合约系统，预设收益分配规则、设置到期

自动终止、违规使用自动触发预警，降低人工管理

成本［60］，或通过规模效应摊薄单位数据的运营成

本，或通过标准化流程、区块链等技术赋能降低运

营成本。此外，信托机构可在向数据主体分配所得

收益之前，按照比例收取手续费用以维持自身运

转［61］，亦可考虑政府将征得的数据税收以补贴等

形式返给数据信托机构［62］，以促进数据信托行业

的发展。

为确保制度的有效运行，需构建内外协同的监

管问责体系。内部监管应将问责原则转化为程序化

的组织体系，受托人应制定具有约束力的书面数据

保护政策，并设立专门的执行监督小组，针对查

询、投诉及违规响应建立标准流程，确保数据权益

受损时救济方案的及时介入［63］。外部监管则侧重

于数据流通的全生命周期监控。受托人应建立长效

化评估机制，参照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个人

信息安全影响评估指南》（GB/T 39335-2020），强

制实施数据流通溯源机制，利用区块链等技术记录

数据从采集到利用的运动轨迹。这不仅能为侵权责

任分配提供法定证据，更能通过实施“交易通知规

则”赋予受托人对违规流转的一键熔断权，防范数

据无序流通可能引发的公共风险。

就收益分配而言，可根据数据价值动态变化

性，建立货币化分配与增值服务补偿相结合分配方

式。分配标准应遵循公平、透明与灵活性原则，通

过构建包含数据规模、场景稀缺性及调用频率等因

子的动态评估模型，确保数据主体利益分享的公平

性［64］。鉴于数据产品中个体贡献难以精确量化的

难题，受托人还可以代表农业经营者集体与数据处

理者谈判，推行非货币化的惠益分享模式。具言

之，可根据经营者贡献的数据质量与规模，换取数

据处理者提供的精准气象预测、土壤分析报告或农

机软件自动升级等增值服务，以此避免复杂的货币

定价困境。

5 结 论

农业经营者是智慧农业数据的主要来源者，保

护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是对其数字劳动价值的认

可，亦是激活农业数据要素潜能、推进农业数字化

转型的关键。农业经营者的个人农业数据由《民法

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提供人格权益保护；农业

经营者的非个人农业数据目前尚无法律提供保护，

应定性为一种民法上未上升为权利的财产性权益。

请求权基础的缺失、意思自治失衡、技术控制或局

限、权益救济困难等因素导致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

难以实现。应构建一个“权益确认-合同制衡-数据

治理-机制创新”多层次的制度框架保障农业经营

者数据权益。在法律层面，应明确农业经营者数据

财产权益的内容，以权利束理论构建包括知情、访

问与控制、可携带、收益在内的农业经营者非排他

性数据权益；在合同层面，由相关部门制定农业数

据标准合同示范文本，以矫正农业经营者与数据控

制者之间的实质不平等；在数据治理上，通过统一

数据技术标准、细化分级分类、构建合规认证，实

现技术规则与法律规范融合；在机制创新维度，结

合农业经营者数据特殊性，探索引入数据信托集体

治理模式，依托专业化运作与集合化管理，保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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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权益的有效实现。

在智慧农业背景下，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保护

的意义已超越单纯某一主体的私权益保护，其实质

是农业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因应。随着

智慧农业技术的快速迭代，构建一套兼具公平性与

动态调适能力的农业经营者数据权益保护体系，对

塑造良好的数据经济生态，进而促进基于数据驱动

的智慧农业发展至关重要。

利益冲突声明：本研究不存在研究者以及与公开

研究成果有关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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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tection Dilemma and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of 
Agricultural Operators' Data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Context of Smart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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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lege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2. Innovation Re‐

search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Rule of Law,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Agricultural operators are the initial origin and key contributors to smart agriculture data,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data rights and interests urgently needs to be addressed. China's smart agriculture is currently developing rapidly, and the digitali‐

zation lev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ntinues to rise. However, agricultural operators' data rights and interests have not received 

sufficient attention. What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y should enjoy and how these can be realized have become pressing practical issues.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reveal the nature and connotation of agricultural operators' data rights and interests, analyze the dilem‐

mas in rights protection, and propose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and form a virtuous cycle of "data generation-value creation-rights feed‐

back", thereby promoting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mart agriculture. [Methods]　Literature review, normative analy‐

sis, case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were adopted. The literature review was conducted to examine existing research progress 

and to identify the research questions. Through normative analysis and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data rights rules in China's ex‐

isting legal norms and relevant policy documents, the nature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agricultural operators' non-personal agricultural 

data was defined.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al norms of foreign agricultural data governance were compared to distill referable experi‐

en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agricultural data rights and interests. Typical cases were used to concretely illustrate the practical dilemmas 

in protecting agricultural operators' data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agriculture.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The re‐

sults demonstrated that agricultural operators' data rights and interests constituted a legal interest arising from their contribution as a 

data source, protected by civil law but not elevated to a right. The subjects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included rural contract-management 

households, family farms, specialized farmer cooperatives,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etc. The object was non-personal agricultural data 

within agricultural data.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fruits of rights and "digital labor", agricultural operators held property-type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ir non-personal data. It further revealed that in practice, the protection of agricultural operators' data rights and inter‐

ests faced fourfold dilemmas. First, the lack of a basis for claims: Existing laws do not provide protection for non-personal agricultural 

data. Second, the imbalanced autonomy of will: Contract terms were unilaterally drafted by data processors, leaving agricultural opera‐

tors with limited bargaining power and substantive choice. Third, the technological control or constraints: Data processors locked in 

data through technical means, while the absence of technical standards for agricultural data interoperability made data portability unat‐

tainable. Fourth, the difficulties in rights and interests relief: The highly concealed technical nature of data processing made it hard for 

agricultural operators to trace data flows and to prove damages and causation, coupled with the generally low digital literacy of agri‐

cultural operators and their fragmented strength, which made it challenging for them to enforce their rights. [Conclusions]　A multi-lay‐

ere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rights confirmation - contractual checks and balances - data governance - mechanism in‐

nov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safeguard agricultural operators' data rights and interests. At the legal level, the content of agricul‐

tural operators' data property interests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and non-exclusive data interests including the right to know, to access 

and control, to portability, and to benefit should be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bundle-of-rights theory. At the contractual level, relevant 

authorities should formulate model texts for standard agricultural data contracts to rectify the substantive inequality between agricul‐

tural operators and data controllers. In terms of data governance, technical rules and legal norms should be integrated by unifying data 

technical standards, refining data classification and grading, and establishing compliance certification systems. In the dimension of 

mechanism innovation, considering the particularities of agricultural operators' data, the introduction of a collective governance model 

through data trusts should be explored, relying on specialized operation and collective management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realization 

of data rights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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